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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与价值主旨，即是要回答和解决“人民的解放、幸福何以可能”这一根本

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与幸福理论，立足于现代社会，超越宗教解放的虚幻性、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

以对私有制为基础的对抗性社会之全面异化的生活批判为切入点，以人民的解放与现实幸福为价值指归，追

求“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达成“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的价值目标，从而有别于以往一切解放—幸福论的价值承诺，彰显着事实性与价值性、现实性与未来性、
世俗性与神圣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内在统一的独特价值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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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解放”或“人民的现实幸福”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深层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解

放—幸福论”，以批判全面异化的“现实生活”为

始点、以“以人为本”为价值尺度，以人民的解放

与幸福为价值指向与归宿，实现了人类解放、幸福

范式的转换，从而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幸福开启

了一条现实的可行之途。

一、解放之所指

透析人类解放谱系及其历史逻辑，解放，从其

直接性而言，即是解除与瓦解使人的生存沦于奴

役或罪恶状态的压迫性或束缚性力量或情境，亦

即打碎马克思所说的“枷锁”“锁链”，使感性的现

实生活不断向人敞开，展现出人的存在与发展之

“希望”向度。从其根本性而言，则是解除出人之

有限性、异化性的生存境域对人的压迫与宰制，粉

碎内在、外在的一切“枷锁”对人的禁锢，从而使

人的自由和善性生活得以历史性地被召唤而出

场。一句话，解放所指向的则是使人的生活世界

向人敞开的历史进路和希望的向度，这便是马克

思“解放”之内在的本质和根本性的旨趣。

解放，即是生活主体对自身现实生活所展开

的一场革命。它所凸显的即是对一切限制与压迫

的历史性“反动”，内在证成着对“现存生活”之实

然的颠覆与超越。由此，解放构成人对既定生活

样态的解构、重构与超越之内在恒常性指向，成为

“史前史”人类生活之永不衰竭的“历史冲动”，并

由此构成人类生活内在价值之必然指向。从这一

意义上来看，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本质上即是一部

不断解除其遭遇和嵌于其中的禁锢与桎梏，从而

追求与解放自我或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使“人

的尺度”在生活世界中得以不断映显与肯定，让

生活世界更适宜人居，这便使解放具有了人类历

史不断趋向文明的深度意蕴。

在“枷锁”“锁链”与解放的悖论逻辑中，解放

于生活主体而言，其本质规定就在于从生活的现

实性中不断地开出体现、巩固和丰富主体性的多

重可能性与未来性向度，使生活主体超越“苦难”

的生活处境，从而获得“现实的幸福”。这便构成

解放与幸福深度关联的历史生活逻辑。

马克思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

·22·



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

况、商 业 状 况、农 业 状 况、交 往 状 况 促 成

的”［1］74－75，因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

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74，由此指证出

解放论的历史规定与现实之途。在此基础上，马

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从“必然的”“有个性的个

人”和“偶然的个人”，以及“自由发展”的“个人”
为主线，揭示了解放的历史与未来镜像。

二、解放的历史范式

以“解放”为关键词，追溯前马克思主义的诸

种解放理论，既勾勒人类解放之历史形态，审视解

放理论的历史范式与进路，呈现出马克思解放理

论之历史承接和逻辑起点，亦可以更明晰地揭示

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历史任务、现实路径与价

值主张。
解放的 第 一 种 历 史 样 态，即“美 德 解 放 范

式”。它因古希腊二元世界观之内在的张力而引

发。在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和生存语境中，人首先

是受“意见”支配、引导而执着或偏执于世界的幻

象，从而沉溺于肉体的享乐，受控于情欲、激情，从

而导致与城邦生活的悖离。在此追求“至善”美

德生活，构成了“幸福”之“枷锁”。如此，在古希

腊的生活语境中，解放之所指示的深层主旨即是

要求人从“幻象世界”回到“理念世界”、从“可见

世界”进到“可知世界”、从“意见”转向“真理”、
从末端之肉体回归本源之魂灵，以理智控制、主宰

情欲或激情，以“城邦公共生活”的正义消解个体

生活的“不训从”。这正是希腊解放精神打破生

存枷锁、实现“真正人的生活”的目标和内在要求

之所在。在此，消解“意见”、幻象世界、肉体、情

欲和“私人生活”对人的辖制，跃进到过一种内具

“德性”( “美德”: 智慧、勇敢、正义与节制) 的生

活，这正是“认识你自己”所要达成的解放目的。
如此，按照“美德”之要求而塑型的应然规范性的

生活，成为古希腊时期人之解放的真切内容和价

值要义，也构成古希腊人超越俗世生活样态的具

体指向。
解放的 第 二 种 历 史 形 态，即“神 学 解 放 范

式”。它是基于中世纪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即

“此岸”与“彼岸”二元分离与对立的历史境域，基

督教“神本主义”价值观主宰的时代，人之现世世

俗生活陷于“原罪”深渊及其肉欲之“恶”所导致

的罪性生存。如此，世俗生活中的每一个带罪之

身，何以可能得到救赎或拯救，苦难的世俗生活何

时得以摆脱与超越，就成为获得解放的根本主题

和追求幸福之要旨。
在此种生活语境中，所谓“人之解放”，即是

以信仰为手段，以神恩救赎为路径，以神之恩典或

“爱”为内涵，以在神性的规定下获得人存在与生

活的真实意义为目的，从而表征着解放本质上即

是人对自身“原罪”的“救赎”和对世俗生活的

解脱。
此种解放，是套上更为沉重“枷锁”的虚幻

式、虚假式、倒置式的解放。因为在这里，世俗生

活中的“人”，是以“构建宗教想象的一切福音”来

“反对死亡和命运，从而神秘地到达顶点”。而

“宗教的想象力完全是幻想的，但是蕴含着人性

的核心，最终都与摆脱邪恶的拯救有关，都与‘自

由王国’有关”［2］。如此，即使马丁·路德在 16
世纪初施行宗教改革，但就其对人之现实的解放

而言，亦恰如马克思所评述的那样: “路德战胜了

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

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

恢复了信仰的权威。”［3］12 如此，如是马丁·路德

之类的“宗教改革”一般，同样未改变神学解放范

式之解放的虚幻与倒置的本质，此乃“人类解放”
之歧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借赫斯之

命题，再次表达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判断。
解放的第三种形态，即“启蒙的人道解放范

式”。启蒙的人道解放范式，以树立、确认和肯定

俗世生活的自由、幸福为其根本和权威原则，由此

展开对宗教禁欲主义、蒙昧主义以及教会的权威

偶像予以普遍质疑、批判和否定。而在基督教神

本价值逻辑中的人之“原罪”或“罪恶”秉性，则被

转换到对人的自由、平等和利己本性的抽象规定

的逻辑界面上得以展开。人对终极意义的超越性

追求，转向为对服务于现世生活的成功业绩的追

逐，进而被个人世俗生活的幸福所替代，个性解放

成为人的解放在该时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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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通过批判、揭穿基督教的蒙昧主义和对

人性的扭曲、摧残，恢复了此岸“现世生活”的合

法性，肯定了人的感性欲求之合理、合法价值，客

观上促进了个体的发育，引动了近世个体主义的

萌发; 但是，由于其所持守的抽象人道主义价值理

念和对人之感性欲求的过度肯定，又导致此“解

放”不仅失之于表泛与肤浅，而且渐次走向“禁欲

主义”的反面。
解放的第四种形态，即“抽象理性的解放范

式”。在启蒙解放的基础上，“理性解放”开掘出

更深、更内在的路向，这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法国

18 世纪唯物主义者和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将“理

性”落定为人的本体规定，将上帝纳入理性谱系

和价值逻辑之中，重新定位上帝; 如此，以“理性”
消解、替代上帝，瓦解上帝的至上性，确树“理性”
的权威。于是，人之意志自由、理性之创造，成为

人证成自我的重要尺度，此乃“抽象理性解放范

式”敞开的解放之真正秘密。康德已将“上帝”从

“理论理性”的视域驱逐而搁置于“实践理性”领

域，仅将之作为一个理念“假定”而存在，实现了

以理性进取和宗教退守为特征而构成的一种“妥

协”。费希特则更为彻底，他确立了人之“自我”
的本体论、生存论地位与意义，并把人的有限性与

超越性、世俗性与神圣性内在统一并还原于人

“自身”之中，将“我”置于主体地位，并未为上帝

留位。黑格尔则将宗教降为“绝对理性”自我实

现过程中的工具性环节，以理性的内在嬗变扬弃

了上帝的外在性。斯特劳斯通过解构耶稣作为精

神领袖的神圣权威性，揭开了宗教神圣的面纱，不

仅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基督神学的信仰，而且颠

覆了神圣世界，开辟了通往现实世界的道路。费

尔巴哈更甚，他直言“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创

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上帝不过是人

异化了的类本质而已，直接恢复了人的权威，高扬

反宗教 的 理 性 旗 帜。如 此，人 的 解 放，就 是 将

“人”从宾词置换为主词，从“受造物”提升为“创

造者”，并且更进一步弘扬“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的价值命题。而施蒂纳以“唯一者”替代费尔巴

哈的“类人”，极度张扬人之主体性，突出个人的

创造力，这无疑在深度和广度上解除了虚幻的生

活之“神性”，超越了以恢复“感性欲求”、进而倡

导“世俗生活”的正当性为目标的“启蒙人道解放

范式”，深化与拓展了人的解放之理论视域与可

能，进一步预示着人之解放的现实指向。这样，对

宗教偶像的拷问与批判，转向对人的自由证成、权
利的维护、创造力的展现等多维度来确定人之所

以为人的标识与尺度。
不可否认，理性及其权威的确立，不仅成为资

本主义社会的支撑点，而且成为资本主义现代社

会获得巨大历史进步的原动力，为人的解放—幸

福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
然而，以抽象人性论为根据，以理性权威的确

认，即理性功能的张扬为本质内涵的解放，其自身

潜存着不可逾越、不可克服的悖论。在这一历史

进程中，消解和替代了上帝的“理性”，渐渐地僭

越了自己的合法边界，成为现存事物存在与否之

最后的根据与尺度，于此，理性无限膨胀而终成新

的上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扩展与发展，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渐次剥离、分离，理性

蜕变为工具理性而成为社会构造的至上支配力量

与原则，“拜物教”替代了“拜神教”。在此，“拜物

教”作为一种没有想象力的宗教，主导、宰制着整

个生活世界，导致整个生活世界全面物化。由此，

以“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1］2为本质内涵的物

化及其物化的奴役，成为渗透于现代人生活世界

中无处不在的枷锁。
同时，曾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启蒙理性，渐

次丧失了其批判性而趋于保守、落后亦或反动，这

样，理性权威的确立使理性生成了市民社会生活

的一切具体规则和法则之后的支配性原则。恰如

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

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

化的悟性而己”［4］，其也就成为限制人进一步解

放、发展与追求幸福的新障碍。
解放的第五种形态，即“社会主义乌托邦解

放范式”。这是一场跨越三四个世纪而展开的持

续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之“罪恶”即“枷锁”所进

行的一场批判运动。从早期的乌托邦主义者直至

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揭示与批判现代

社会物化之“恶”及其私有制之“罪”中，建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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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完美乌托邦”，这便是“社会主义乌

托邦解放范式”的精神主旨，从而成为马克思主

义人类解放范式的前奏。
启蒙解放和理性解放的历史潮流，打破了封

建制和宗教迷信的枷锁，摧毁了天国虚假的上帝

与尘世的特权，成就了市民社会，并以抽象形式赋

予人以尊严，历史地推进了人的解放，从而带来了

资本主义狂飙突进式的发展态势。然而，它同时

也带来了解放之内在的历史悖论，生成了现实生

活世界更为深重的枷锁。在此历史境遇中，枷锁

具体显现为表层物化系列之“奴役”，而其深层则

是生活世界完全受私有制、资本绑架和操纵，构成

了“冷暴力”系列的最后谜底，导致了生活世界中

“物”与“人”的 对 立、对 抗，呈 现 出“物”宰 制

“人”、“见物不见人”的景象。对此，马克思对人

的生存境遇予以了深刻的本质揭示: “以物的依

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独立性与个性上

呈现资本与活动着的个人的彻底倒置。
直面私有制、资本所生成的生活之“恶”，早

期乌托邦主义者以具象性的未来生活图景呈现其

摧毁资本主义奴役的解放诉求。19 世纪空想社

会主义者从理论形式上论证乌托邦解放的合法

性、合理性和现实的具体指向性，由此构成了对资

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与解放的历史形态。无论是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还是 19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者，对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制度而产生的

诸多“恶果”展开道德的、人性的批判，并提出多

种多样的社会改造理论与实施方案，从而以建构

新的社会与生活形态来否定现存社会，展现出人

类摆脱苦难、粉碎“枷锁”，谋求解放与幸福的解

放之途。其中最为典型的表达方式即是乌托邦的

解放与幸福诸图像。
乌托邦是解放意愿、诉求之最为直观的呈现。

而蕴存于其中的“乌托邦精神”，本质上即是颠覆

现存世界、粉碎“枷锁”，从而实现人的自我解放、
追求幸福生活之精神。正如罗纳德·克雷所言:

“乌托邦的作用在于激励人们摆脱历史的束缚，

反对常规，打破事物的既定秩序。乌托邦思想从

本质上就具有‘颠覆性’，它使人们敢于想象，不

受任何限制。”［5］正因为如此，“以想象的、空想的

和现实的方式重构社会，都成为一种迫切需要，”
从而表征着乌托邦以“整体性地构思着可能的未

来”来展示其独特的解放指向［6］。然而，乌托邦

因其抽象性、空想性，在现实解放之途上就必须蜕

化为贫乏、柔弱、苍白与无力，在美好的企望与残

酷的现实之博弈中，解放的冲动最终沉陷、受困、
消解于“枷锁”之中。

解放以历时性而展开的五种形态或范式，即

古希腊“美德解放范式”对美德生活的追寻、中世

纪“神学解放范式”对弥塞亚救世福音的信仰、近
代“启蒙的人道解放范式”和“抽象理性的解放范

式”中呈现出的市民社会个性解放的膨胀激情，

以及“社会主义乌托邦解放范式”中表征出的不

成熟的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渴求，构成了前马

克思主义解放谱系与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逻辑，

展示出人类的解放意识、解放行动对人类历史的

人道化取向。

三、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与幸福之思

如果说费尔巴哈对“有神宗教”的批判，其目

的是为了建立人本宗教，让人从神的“枷锁”中解

放出来，在“爱”中获得解放与幸福，那么，马克思

批判宗教，其目的是为了解构“神圣家族”的世俗

秘密，解除宗教对世俗生活的遮蔽，真正地消解

“世俗家族”对人的宰制，消灭现实生活中的“枷

锁”，让人不仅从“虚幻的幸福”中、而且从现实生

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现实的幸福。恰

如马克思所言，“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

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3］4。在此，马克

思实现了解放与幸福的批判性转向，确立了人民

的现实幸福乃是粉碎“枷锁”所不懈追求的现实

目标，这是马克思“人类解放—幸福”理论之价值

旨趣。
进言之，马克思在近世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

之后，直面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所生成的新“枷锁”
及生成枷锁的机制，拷问现实生活，明确了解放、
幸福的真义，厘清了解放、幸福的历史起点与历史

面向，落实了解放、幸福的现实主体与客体、手段

与路径，指出了解放、幸福的尺度与目标等，从而

为“人的解放与幸福何以可能”提供了科学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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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以人民的解放和现

实幸福为价值指向而对现实生活予以批判、改造

的解放和幸福范式。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宗教、解构了宗教幸福允

诺之虚幻本质之后明确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

失以后，历 史 的 任 务 就 是 确 立 此 岸 世 界 的 真

理”［3］4。在此，马克思确立了解放的价值指向:

即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这是相对于“彼岸世界”
以虚幻的形式得以显现于“此岸世界”即现实生

活中的真理。此处的真理，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

本质上即是指人民的现实幸福。如此，非常清晰

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任务和价值总纲，在

“此岸世界”即现实生活中追求人民的解放、确立

人民的幸福。
马克思所说的真理的彼岸世界，是指人的幸

福存在于“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3］3之宗教

中，这是以消解世俗生活的正当性为前提、为根本

的。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于彼岸世界的真理，将

幸福规定为对原罪的救赎和对“上帝”的皈依，这

一价值逻辑既是现实生活世界幸福之缺失的确

证，亦是对现实生活苦难的消极逃逸和想象性补

充所获得的精神慰藉。这样，“彼此世界”中的幸

福( 真理) ，遵循与贯彻着神本主义的价值逻辑，

其真理或幸福具有在虚幻性基础上的神秘性、神
圣性，此等幸福只是幸福的幻象。从人的解放与

幸福这 一 意 义 上，马 克 思 说“宗 教 是 人 民 的 鸦

片”，则是从功能视角对宗教所作的本质性判断。
如此，在彼岸世界、在宗教中去寻求人之解放与幸

福，无异于饮鸩止渴。
而“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之历史任务，向我

们敞开了马克思以“此岸世界”为视域，立足于现

实生活本身而确立真理，摒弃彼岸世界之真理的

价值取向和路径，颠覆了神本主义的价值原则，重

建以人为本的现实解放与幸福。同时，也相应明

确了谁来确立、为谁确立以及如何确立真理的一

系列相关问题，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解放和幸

福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的内在统一。
其次，马克思在回答人民的解放与现实幸福

何以可能之“历史之谜”时，提出了实现人民之解

放和幸福的手段和现实途径，以及批判和革命的

“对象”，这是马克思“生活真理”的进一步落实与

深化。为此，马克思首先从总体原则上予以了陈

述。马克思说: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

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

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4。这是“确立

此岸世界真理”之前提性工作，进而强调、着力于

“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

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11。在此，马克思直接

对表象、关系制度进行彻底批判与“推翻”，从而

开启真正“人的解放”的现实之路。
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语境中，真正使人“被侮

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和一切关

系，正是“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即是弥

散于生活之中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

“人造物”，以及其背后不断生产、制造出“物象”
的关系及其机制、制度，即异化的分工与劳动、虚
假共同体，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切对抗性社

会制度。这些“自我异化”所形成的正是马克思

所说的“世俗家族”。
面对宰制生活世界的重重物役与制度性“枷

锁”，马克思要求我们聚焦现实生活，对之加以描

述、揭露与批判，即“描述各个社会领域相互施加

的无形压力，描述普遍无所事事的沉闷情绪，描述

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而且要在

政府制度的范围内加以描述”; 通过描述，“应当

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

迫更加沉重; 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

辱”［3］6－7，从而实现“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

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

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2的批判转向，进而推进

到资本关系、资本运行逻辑的持续而深度的批判，

为人的解放和幸福开创出现实的可行之路。
对于实现人的解放和幸福而展开的“批判”

的路向，马克思始终强调必须坚持“副本批判”与

“原本批判”相结合、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相统一

的基本原则。唯有如此，才能将人的解放与幸福

置于踏实的生活世界，推动生活形态的不断自身

否定与扬弃，解构生活世界与人之解放、幸福之二

元对峙的历史悖论。
·62·



最后，马克思循解放的历史逻辑，超越政治解

放的局限性，实现人的解放，从而使现实的每一个

人获得自由的发展，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即获得

现实生活的幸福。
对于资产阶级完成“政治解放”的积极历史

功绩与解放价值，马克思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如他

所言:“政治解放当然是一个进步; 尽管它不是普

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

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

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3］32“人在

政治上的解放，就是用间接的方法，尽管是一个必

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3］29。“政治

解放不 是 彻 头 彻 尾、没 有 矛 盾 的 人 的 解 放 方

式”［3］28，因为“政治人”还“只是抽象的、人为的

人，寓意的人，法人”［3］46，还不是“现实的类存在

物”［3］37。如 此，马 克 思 指 出: “只 有 当 现 实 的

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

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

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

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

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

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

放才能完成。”［3］46在此，马克思不仅指明了人之

解放和幸福的真切内涵，也指证了解放与幸福的

实质。
人民的解放与现实幸福，既是马克思主义所

追求的最高的“生活真理”，亦是马克思主义信仰

的实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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